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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新闻先驱:郭嵩焘与近代新闻纸的进入

梁　 骏

摘　 要:在梳理晚清重臣郭嵩焘的日记、文集和相关书信的基础上,结合其与《申报》的

一段名誉诉讼案,意在揭示郭嵩焘对近代新闻纸进入中国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为开

明士大夫的典型代表,郭嵩焘因其自身独特的政治遭际,特别是担任驻英法两国大使期间

的所见所闻,使得当时以报刊为代表的新媒介,逐渐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一种信息方式乃至

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进而使得其培养出了超出同时代士大夫们的新闻认知:他意识到了新

闻纸可以弥补传统书籍的局限,在传播的时效性和范围上发挥重要作用,如若运用得当,甚
至可能帮助政府向导万民,造福社会。 此外,在出访英法期间,他和《申报》 的一场名誉纠

葛,不仅体现出传统士大夫阶层和新型报人群体间的权力博弈,更在有意无意之间,推动了

近代新闻纸在中国的进入与发展,并使之逐渐成为政治的“晴雨表”与“播种机” ,在嵌入文

化实践的同时,开始重塑新的传播网络与社会权力结构,从而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到来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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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书写中,新闻纸与晚清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研究,自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
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新式媒介,多数学者或着眼于其信息流布的载体功能,或围绕其沟通交往的

关系视角,力图从政治①和文化②两个维度,解释近代新闻纸是如何嵌入并作用于当时的晚清社会。
值得思考的是,上述关于近代新闻纸与晚清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目前在国内主流新闻史的书写话

语中,多数学者往往都将研究目光聚焦在甲午之后,似乎新闻纸只是在康、梁时期方才开始影响中国

社会。 然而众所周知,早在 1815 年,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便已问

世。③ 因此,我们不由得追问,在这漫长的 80 年中,作为“缺席之在场者”的近代新闻纸,到底有着怎

样的际遇? 它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并开始作用于晚清社会?
黄旦教授近来的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此问题的新视角。 在他看来,报刊与书籍代

表不同的知识类型,近代新闻纸的介入,逐渐改变了原先以“书” 为主导的知识生产与秩序格局,

①

②

③

在政治维度的分析上,晚近的研究多集中于新闻纸的进入对晚清社会政治变革和士人转型所产生的影响。 代表性论著可参见
李仁渊. 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份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台北稻乡出版社版社,2005;黄旦. 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
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 学术月刊,2012,11,等等。

在文化维度的分析上,不少学者多围绕关系交往、读者社群、现代性发生等方面,试图展现近代报刊在与晚清社会的文化变迁
和结构转型中相互交织的景象。 其中,对本文影响较大的论著是卞东磊. 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读报纸与现代性( 1894—1911) . 上
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时间,学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 然而,这份报刊究竟何时流入清帝国,仅就笔者目力所及,似
乎尚无定论,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曾撰文提及,米怜在回忆录中称该刊除面向东南亚的华侨外,还通过“朋友、通讯员、旅行者、船
运”等进入“中国几省” ,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详见卓南生、张国良. 新教在马六甲的传教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诞生. 新闻研究
资料,1992,1:163-184。



“ ‘书’与‘刊’互为中介的传播实践,给予我们的提示是,一种新的媒介制度化过程并最终形成‘制度

性媒介’的新格局” 。[1] 如果说,黄旦的思路是以媒介本身为主体,强调“有作为的报刊”对晚清社会

的影响。 那么,德国汉学家瓦格纳( Rudolf
 

G. Wagner)的新作,则是通过“报刊的作为”来审视这一时

期的社会变革。 他以 1872—1895 年间《申报》在关于洋务运动的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对象,指出

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于上下阶层之间缺乏交流,而美查( Major)所经营的《申报》作为当时一

个重要的讨论平台,恰好以一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想之现代发展模式,维系了“上下之通”的交流

存在。[2]

实际上,在新闻纸登上晚清社会舞台的过程中,除了报刊自身不同于传统书信的特性和美查等

来华办报人员的努力之外,部分晚清士大夫们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学者在考察甲午之前《申报》的发行与读者阅读的关系时已经指出,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申

报》为代表的新闻纸,正逐渐与部分官绅和口岸文人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读—写”关系,新型“阅读共

同体”开始形成。[3] 这其中,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更是功不可没,或可堪称中国新闻史上

“被忽视的先驱” 。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郭嵩焘这一传统的知识生产者和立法人之媒介贡献的考

察,既突出报刊本身的特性,又将其放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以期通过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为理解

新闻纸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供检视的窗口。

二、关注报纸:首位驻外使节的政治任务

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十月十七日,素以“天朝上国”俾睨天下的大清王朝,终于派出了与“地

上万国”接触的首位代表,湘籍名宦郭嵩焘以近甲子之身,奉命出使英伦。[4] 从朝廷下发的谕旨上看,
郭嵩焘此行除了要向英国递交国书,并就滇案①一事做出解释之外,更重要的职责在于考察西洋诸

事,借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总理衙门明确要求他将各地情形“详细记载,随时咨报” ,并让他留意

“其国内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 ,特别叮嘱如果在新闻纸上看到涉及两邦关系的内容,更应当及

时上报。[5] 由此可见,如果说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时,还只是某位官员面对近代报刊的一次

个体尝试,那么此时总理衙门的要求,或可被解读为清朝枢廷的集体觉醒: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彼时

的新媒体———报纸及其潜在的重要性,并试图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考察。 那么,接受这一政治

任务的郭嵩焘又是如何看待新闻纸的?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尽管此时郭嵩焘对新闻纸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但也对其有所关注,并开

始从新闻纸上获取政治信息:“见《申报》 ,知黎召民去岁以设立伦敦洋行,已经定议。” [4] 更重要的

是,在当时朝野内外对其出访之事肆意谩骂,②甚至特意撰联说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

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之际[6] ,部分报刊对于此事的评论,或许很能慰藉其

心。 《字林西报》就认为,郭嵩焘出使英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视为中外关系的一大转变。[7] 《申报》
则直接声援道,在各国设立公使、领事等官,不仅会对海外谋生的华人有所保护,更可以鼓励中国人

去海外发展,因此是出洋华人和西方需要华人劳工国家的共同之幸。[8]

不仅如此,《申报》在其出访前,还曾以俄罗斯和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而逐渐富强为例,希望他留意

西洋富国强兵之法,更直言中国“将来之振兴未必不获益于出洋诸公也” [9] 。 显然,对于当时主张开

眼看世界的郭嵩焘而言,《申报》的期许恰与其毕生的政治抱负若合一契。③ 由此便不难想见,至少

从情感上来看,郭嵩焘也会对新闻纸抱有好感,故而在接受“关注新闻纸”这一任务时,大概率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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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亦称“马嘉理案” 。 光绪元年(1875 年)正月十六日,英国驻华公使翻译马嘉理和上校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擅自闯入云南,马
嘉理因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终激起民愤而被打死,探路队也因此返回缅甸。

关于郭嵩焘被时人非议毁誉,王闿运在日记里曾有记述,世人“俱论郭筠仙出使英夷事” “郭侍郎之劾岑,不知其故” 。 详见王
闿运. 湘绮楼日记(1—5 卷) ,长沙:岳麓书社,1997:432-433;479。 郭嵩焘本人也曾抱怨“鄙人横遭警毁,为京师士大夫所不容……”
详见郭嵩焘. 郭嵩焘奏稿. 长沙:岳麓书社,1983:350.

关于郭嵩焘倾向于向西方学习以维护清廷的主张,当以《条议海防事宜》 最为著名,在这篇奏文里,他甚至提出仅师法西方的
器物还远远不够,更要从大的文明观来着眼。 详见郭嵩焘. 条议海防事宜. 郭嵩焘全集(第四册“奏稿” ) . 长沙:岳麓书社,2012:783.



排斥。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用“尽心尽力”来形容郭嵩焘在考察新闻纸上的表现,这从他自上海到英

国的海上航行中可见一斑。 在不足两月的旅途中,郭嵩焘抓紧一切机会,几乎每到一处港口,他都会

想方设法地弄到报纸,并请人翻译所载内容以便了解时事:在槟榔屿(马六甲海峡北口,今马来西亚

的槟城州) ,翻译禧在明( Walter
 

Caine
 

Hillier)给他找来了《泰晤士报》 ,郭嵩焘请他“译出论滇案始末

一段” [4] 。 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得到一份外国报纸后,郭嵩焘又请禧在明与刘和伯一起翻译,力图

知晓洋人对《烟台条约》的看法,并认为这份报纸“所言利病,与当事所见绝远,非深悉洋情者不能辨

知其得失也” [4] 。 在新加坡,当他请张德彝、凤夔九、刘和伯与禧在明四人共同翻译《泰晤士报》 对

“滇案”的深度报道后,更是感慨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新闻人才,可以将此案的利弊得失广而告之:
“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竟无可以告语者。 中国之无人久矣,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 [4]

等到了英国的南安普顿,他又立刻请翻译马格里( Macartney
 

Halliday) 从船主处购得报纸,想要看看

英国媒体对他一行的报道,并接见了上海管理《字林日报》的负责人。[4]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郭嵩焘在英国安顿好之后,第一时间便嘱托马格里“定送新闻报四种” ,并要

求相关人员及时翻译汇报。 不知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在他要求订送的四份报纸中,既有标榜

不偏不倚、严肃讨论的《泰晤士报》 ,又有两份政见相左、互相对立的《每日新闻》和《标准》 ,甚至还有

《晨邮报》这样类似彼时宫门抄似的报纸,可以说,从这几份新闻纸的报道立场来看,其覆盖面相当不

窄。[4] 此外,郭嵩焘虽身在国外,但也没有忽视对国内的关注,这从他还要求订阅《申报》 《新报》 ①和

《万国公报》 ②可见一斑。 而从他后来兼任驻法大使之初,便立即要求订阅《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与

《费加罗报》的情形来看,至迟到那个时候,郭嵩焘已经开始意识到,不论从信息传播的载体功能,还
是交往沟通的关系视角,新闻纸正日益影响着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4]

除了对新闻内容保持极大的关注之外,郭嵩焘还试图考察当时整个伦敦的报业生态。 他通过与

翻译马格里和一些报馆负责人的交流,得知彼时伦敦的新闻报不下十余家。[4] 不仅如此,为了亲身体

验新闻纸的生产流程和经营方式,他曾专门冒雪前往《泰晤士报》 报馆实地考察,并认真记录下了

《泰晤士报》的生产印刷流程。 考虑到这可能是国人第一次详细记载新闻纸生产的经过,故而不妨稍

费些笔墨,将其当日的记录原文摘录:
雪。 往观《代谟斯》新报馆。 馆主马克敦罗陪同游历。 日收新报编次之,而检字机器为多。

初用机器制出铅字廿六字母,列入铁夹中,用机器转动之以成文。 每新报一段成,送校对处校对

之,凡历数次,乃合编入大铁板中,用机器压之,其字皆影入纸上、再置一圆机器中,熔铅贯之,随
纸高下成字。 合四铅刻成新闻报一张,置印文机器中,卷纸逾数百丈,若洋布然,印车动,随转随

印,至前截断其纸,而用扇板前后扇之。 每车印两铅版,前后分异,无相混者。 再转入一机器,折
成四叠。 大约检铅字及检对之力为多。 合成铅版以后,每日印刷新闻报七万纸张,不过一点钟

可以竣事。 三便宜得新闻报一纸,每纸二大张,里面各得四版,计十六版。 凡一施令得新闻报四

纸,七万纸抵一万七千五百佩宜,合金洋八百七十五磅。 所用工力三百余人,日间不过数十人,
为英国报馆之最巨著。 其俄、法、美、德新闻,用电报传递,旁设检字机器,随传随检成文句,用机

器压成字,送校对处校勘。[4]

可以看到,从生产流程到经营状况,郭嵩焘此行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甚至与半个世纪之后戈

公振的考察相比也不遑多让。[10] 然而,正当郭嵩焘兢兢业业考察西方新闻业之际,大洋彼岸的清廷

却因为其在航行途中整理而成的《使西纪程》一书闹得不可开交。 前文曾述,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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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876 年由上海道台冯焌光创办,当时除了特别注重刊登清廷的官方告示外,多涉猎沪江及中外新闻,且一度用中英文同时出
刊。

中国新闻史上一共有两份《万国公报》 ,此处是指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早期刊物《中国教会新报》 。 该报于 1874 年起更名
为《万国公报》 ,其内容也从宗教性质演变为以时事为主。



理衙门明确要求他留意西行见闻,随时报备。 故此郭嵩焘才将一路所见之风俗人情、访谈心得、先进

器物等辑录成文,却没料想经同文馆刻印后竟引起了京师动荡。 不少士大夫认为此书“尊西贬清”之

意明显,一时间非议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早期洋务派代表薛福成认为他言过其实[11] ;好友王闿

运也认为他中“洋毒”太深不可救药[6] ;名士李慈铭看到此书后,更是说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之语[12] 。 面对意想不到的舆论压力,尽管郭嵩焘编撰《使西纪程》是奉命之举,清廷此时也不得不下

令禁毁此书,以息众怒。 可是,虽则《使西纪程》书籍版被禁毁,但其主要内容却还在《万国公报》上

连载,以至于到最后连那些反对此书出版的人们,也不得不依赖新闻纸去阅读郭嵩焘的呕心之作。
见此情景,时任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只能无奈地感叹到:“朝廷禁其书,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

故也。” [13]

由此想到德布雷所言:“一个政治机器(政党 / 俱乐部 / 运动)是一个传播工具,而一个传播机器

(报刊 / 出版 / 视听)亦是一个政治工具。” [14] 尽管在主观上,恐怕郭嵩焘也并非想以这样的方式完成

清廷所交代的政治任务,但又确实在阴差阳错之间,以这样一种反讽的方式,让世人直观地感受到了

新闻纸的巨大威力。 可见,新闻纸的力量确乎“并不只是在于(甚至不主要在于) 它宣告事实的力

量,还在于它有力量提供宣告出现的形式” [15] 。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嵩焘关注报纸的任务还颇有些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

三、接触媒体:郭嵩焘的新闻认知

通常来说,几乎任何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往往“都会绕过先前的媒介所培育的媒介者阶层” [14] 。
这是因为媒介的更替会“改变记录内容的精神,也改变一个时期的精神特征,一种时代的精神风

格” [14] 。 在郭嵩焘出使英法的两年多时间里,报纸对他的改变和影响逐渐显现。 中国传统社会的交

往世界,基本是以经典书籍所形塑的“前人世界”和人际沟通所形成的“周遭世界”组成。[16] 翻检郭嵩

焘的日记可知,此时由报纸所形塑的“现实世界”正不断延展其固有认知的时空边界,一个被新闻纸

所媒介化的新的交往世界,逐渐形成于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就使得其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士大夫

相比,都显得更加“博古又通今” 。 比如当时身在英伦的他,依靠订阅的《申报》 ,可以知晓千里之外

朝堂上的人事安排、重大变动:“并接上海《申报》 ,知二月十七日补授胡小泉兵部左侍郎一缺。” [4]

“ 《申报》载沈幼丹劾奏刘咸、杜文澜以下各员吸食洋烟,崇文山,邵汴生查奏河南详撤报灾官员……
刘咸、杜文澜……均革职……李庆翱降二级调用。 此近年举措之最当人意者,阅之为一快。” [4] “见

《申信(报) 》 :勒少仲调苏藩;广西藩缺,直皋范梁升补;黎兆民升直隶皋,而周农遂因病开缺,想必不

起矣。” [4] “ 《申报》载正月四日新城盛营兵变,掠静安、沧州而东,入山东乐陵县境……心甚忧之。” [4]

不仅如此,他还时常通过订阅的英法报纸,及时了解国际局势的变化:“阅巴黎新报,叙英故相勒

色之卒……又载德皇初二日为刺客枪伤……” [4] “ 《伦敦安得占宜司》 ( London
 

and
 

Chinese)新报载:
英国设立公会修造由印度通云南铁路,以阿萨米为始。” [4] 并开始从报纸上了解西方文化上的诸多趣

事:“伦敦《特力格讷茀》 (即《每日电讯报》 )新报局与美国纽约之《赫拉尔德》 (即《纽约先驱报》 )新

报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计程约万余里,周历至三年之久……闻近始渡海至纽约,在阿非利加

病毙者一人。 大约十余日内比详其所阅历入之新报……” [4]

当然,在利用报纸获取新知的时候,郭嵩焘最关心的议题始终还是外国人对清朝社会的看法:
“ 《代模斯》 (即《泰晤士报》 )新报论吴淞铁路,言之极为痛切,令凤夔九翻译,其文意处处阻隔,无从

寻其脉络,乃自与马格里翻译之。” [4] “ 《伊茀宁斯丹得新报》 (即《新闻晚报》 )痛诋沈幼丹毁弃吴淞

铁路。” [4] “连日《代模斯》新报讥刺中国,深中凑理,直谓相沿制度及各衙门所办事件及官人德行,相
习为欺诈已数百年,所以招商局半官半商,无所主名,未见其利,先受其累,终无能求有益处也。 阅至

叹息而已。” [4] “ 《台来纽斯》 (即《电讯报》 )新报称:‘孟买电报言,驻扎北京德国公使将谋回国,德国

与中国和议将绝矣’ 。” [4] “ 《代模斯》 《摩宁波斯得》两处新闻报并云:喀什噶尔有公使名赛阿德雅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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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可汗,翻译墨勒爱,于先夕抵伦敦。 《代模斯》报谓其由……此于中国微有关系,当一考问之。” [4]

不难发现,从这一时期开始,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及报纸的频率渐次增多,似乎已经慢慢养成了定

期阅报的习惯。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新闻纸正部分取代着原先书籍、奏疏等提供知识和信息的

功能。 除了在信息接收方式上的改变之外,因为经常和《泰晤士报》 《费加罗报》 《字林日报》等负责

人会面,①郭嵩焘也在交往关系上认识到了新闻纸的纽带作用。 可以说,郭嵩焘的日常生活,因为新

闻纸的介入,已经悄然发生了不小的转变。 与此相伴的,则是他的媒介素养日益提升,比如此时他除

了对日报的内容有所了解之外,还开始关注起了伦敦的画报发展:“继《伦敦画报》起者《克来其非》 。
与《伦敦画报》相仿则有《机器》新报、《攀趣》新报、《凡匿台绯阿》新报,或详器物,或主讽刺,或绘名

人小像,其用意又各不同也。” [4] 甚至还“诊断”出英法两国当时新闻发行状况的不同在于:
伦敦各街皆设立信桶,每日以时递送四城分局,分局专设收信送信车,寄远者送总局,近者

专差递送。 总局收得远来之信,亦按四城分交分局递送。 以是由信桶发递之信,即日可得回报。
巴黎则今日发信,率迟一日乃得回报,每日收发信以两次为程,不如伦敦之快便也。[4]

随着对新闻的了解越发深入,郭嵩焘更是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从报纸上获得新知,而是开始积

极主动尝试利用报纸,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 当时,中国华北五省正不幸遭遇大旱,百姓生活贫苦,
怨声载道。 得知消息的郭嵩焘,虽远在海外,却依然想着为君解忧,为百姓谋福,并尝试利用媒体来

为灾民募捐:“与德在初谒威妥玛,谢其两次列函新报,为中国北五省灾荒筹捐赈济。 其二函则上海

蜀领事达文波函致阿里克,并由威妥玛列之新报也。” [4] “伦敦捐赈中国灾荒,所见威妥玛一信、达文

波致阿里克一信,皆列新报。 又教师(士)斯多伯斯一信,为广劝亲友捐助之计,又为《戴模斯》 《摩宁

波斯》 《伦敦安得占拿》三处新报勤勤言之。 乃具函一通,列登新报。” [4]

库尔德利曾提醒我们注意,当自身面对不同媒介的融合更替时,需要反问自己,“凭借媒介,我们

‘存在什么’和‘能做什么’ 。” [17] 以此审视郭嵩焘这两年的媒介实践,可以说,以报刊为代表的新媒

介,已然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一种信息方式乃至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进而使得其对新闻纸的认知也愈

发深刻。 在给丁匙良《中西闻见录选编》的序中,郭嵩焘便将这些认知和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在他

看来,过去政教人民的方法已经从“莫不编为成书,垂示天下” ,逐渐转为“得此意以为日报……傅会

传播,以广异闻” [18] 。 此外,他还在日记里以羡慕的口吻写到:“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

失,互相辩驳,皆资新报传布……” [4] 显而易见,他认为清帝国的官员们不应该再狭隘地看待新闻纸,
而应该努力对报纸上的报道、评论予以核查,并使之成为其处理政务的部分依据,因为一份优秀的新

闻纸对于政府来说,正如传统中国理想社会中《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之用。
上述种种可见,郭嵩焘在当时的新闻认知,实则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他看到了新闻纸可

以弥补传统书籍的局限,在传播的时效性和范围上正发挥着愈发突出的作用,如若运用得当,甚至可

能帮助政府教化万民,令国家机器运转顺利,社会政通人和。 而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或许正因如

此,他才会在误会《申报》使其政治生涯走到尽头之后,始终没有痛下杀手,反倒在与《申报》之斡旋

博弈中,有意无意地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新闻纸进入晚清社会。

四、名誉纠纷:传播网络的重塑与社会权利的流动

在出使西洋期间,郭嵩焘与《申报》的一桩公案历来被研究者所关注。 在众多新闻史的书写中,
早已被定性为“华字报纸最初巨之交涉” [19] 或“中新史上第一起名誉纠纷” 。[20] 然而,既往的研究多

以梳理该案的来龙去脉为主,对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潜流却鲜有触碰。 仅就笔者目力所及,瓦格纳

的研究或许是第一个想要拨开此案的表层迷雾,探寻历史深处的尝试。 他以一种政治文化史的眼

光,将此案置身于大的历史语境下,提出了“ 《申报》之所以在这场冲突里最终幸免于难,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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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清廷不少官员已在文化层面上对其产生认可,故才没有利用政治手段对其赶尽杀绝”这一

颇有思想深度的观点。[21] 但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稍显遗憾的是,瓦格纳的研究恰恰忽视了《申报》
作为一种新媒介其本身(而非仅仅是其所承载的内容)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当我们转换研究视角,
以外交官员和新型职业记者围绕新媒介的使用展开探讨时,此案背后所隐藏着的传播网络重塑和社

会权力流动的历史潜流或许会渐渐浮出水面。 当然,想要弄清楚这一切,首先有待于我们大致梳理

出此案的全貌。
光绪四年夏(公元 1878 年) ,《申报》在一个月之内接连刊载了《星使驻英近事》 《钦使宴客》 《论

男女有别》三篇文章,对郭嵩焘在英国的日常生活、外事活动予以转述。 从报道的文本观之,三篇文

章虽则在语言上有讥诮诙谐之风,但也仅仅是在文化层面,对中西间的差异予以臧否。 表面上看,
《申报》这三篇文章似乎并不涉及政治纠纷,反而更接近名人轶事类的记闻,甚至还隐约流露出对这

位驻英大使的欣赏。 因此,素来对新闻纸抱有好感和希望的郭嵩焘,在初见这些报道时,也只认为是

“意取讪侮而已” [4] 。 但好景不长,郭嵩焘在巴黎突然收到了其将调任回京的电报。 经秘书姚彦嘉的

提醒,郭嵩焘开始怀疑此事或许和《申报》的报道存在某种关联。 根据其随行官员张德彝的记载,郭
嵩焘曾当众吐露心声说:“ 《申报》所言,我虽诧异,未甚追求,昨姚彦嘉云,前八月某日来电信,言我

有返掉一说,因《申报》出于六月二十日,是必传入京都,致有此回华之信。 细铎《申报》词句,诸多可

恶,不知何人所撰,须立究之。” [22]

显而易见,此时由于仕途突遭变故,郭嵩焘已经动了彻查追究之意,他不仅想要知道《申报》的报

道究竟是何人所为,更想了解其背后的居心何在。 在经过一系列排查之后,郭嵩焘认定此事很可能

是刘锡鸿(时任驻德大使)所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 在给李鸿章幕府重臣刘瑞芬的回信中,他写道:
“八月内两见《申报》调侃甚至,……得此两段议论,追求数月,顷稍探之刘锡鸿相勾之深……刘锡鸿

实惯作此等伎俩……” [23] 他还在日记中略带委屈地抱怨道,自己出访英国一年多从未有负面新闻爆

出,反而是刘锡鸿在德国常被当地媒体批评,但《申报》不仅不报道刘锡鸿却还针对他,加之《申报》
当时一主笔刘和伯早年曾做过刘锡鸿的秘书,所以怀疑“此段《申报》出自刘和伯之请托也” [4] 。 显

然,郭嵩焘不仅将怨愤撒在了刘锡鸿的身上,也开始怀疑《申报》馆里有人与之合谋。 于是,在其政治

阴谋论的设想中,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追责行为由此展开。
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嵩焘与《申报》的冲突中,郭嵩焘的反应和《申报》的作为实则已经

隐约表明:当时的新闻纸及其实践,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动力要素,开始规约着晚清士大夫们的信息接

收和体验方式,并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们的政治生活产生勾连。 表面上看,新闻纸似乎只是重塑了他

们新的政治交往及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却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固有的社会权力正在被稀

释,且部分流向因新闻纸的介入而兴起的报人群体。 众所周知,在近代报刊进入之前,作为清代帝国

机体上的“耳目喉舌” ,以奏折为代表的官文书和包括告示榜文的邸报,共同形塑起了一个由官僚集

团“横向流动的水平流程”和从官方至民间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流程”所共同搭建起来的“ T”形传播

网络。[24] 长期以来,皇帝及士大夫阶层正是依赖这样的传播网络,通过对信息生产、分发、流布的绝

对控制,维持着整个帝国政治机制的运作与管理。 瓦格纳近期的研究已经指出,这种信息传播机制

的“上下不通” ,正是造成晚清政体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所在。[2]

然而,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却让这个缺乏信息自由流通(特别是由民间至官方自下

而上的信息流动)的传播网络开始产生变化。 就像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在参考了兰金( Mary
 

Rankin)和罗威廉( William
 

Rowe)的研究后所指出的那样,《申报》虽然是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建立和

运行的,但作为一个公共媒介,它仍然视自己且实际上已经部分介入了晚清的精英活动,并成为让精

英分子互相知道彼此的主要渠道。[25] 试想若是没有《申报》的报道,郭嵩焘在英国的言行可能最多只

会被记录在随行人员的日记中,抑或是成为士大夫们书信交流的谈资,即便有好事者以此做文章想

要趁机令他难堪,其流传范围及影响大致也不会超出整个官僚集团。 但不同于具有“便于公开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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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保守秘密”之特征的书信日记,近代报刊更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和“公共的交谈” [26] 。
以此案为例,由《申报》提供的内容信息一经流布,不仅其传播范围远远超出原本掌握信息流动

权力的官僚集团,其传播效果更是有了超越帝国固有之“耳目喉舌”的迹象,并以“太史陈风”之式迅

速引起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① 从其后续发展来看,攻击郭嵩焘的“政敌们”也大多利用《申报》的报

道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向朝廷施压。 而郭嵩焘本人在其“负面新闻”被曝光之后,也并未像以前那样,
急着向帝国的权力中枢,亦是帝国固有传播结构的核心———皇帝上书辩白,反而“两次以电信致《申

报》馆,诘其原委,久无回耗,再问并将答费寄予” [22] 。 可见,郭嵩焘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媒介逻辑

的牵引。 考虑到他在英法的经历,特别是其对新闻纸的考察体验,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他多

半已经意识到报纸这种新媒介在信息流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此时新闻

纸的介入并未完全改变晚清帝国的传播网络,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建制或机构,它已或多或少地独

立于清政府原来的传播网络而存在,而其媒介所固有的属性,又使得其得以通过每天搜集和流布社

会的不同信息,促使信息在官方和民间之间的交流传递。 如此一来,传播网络的单向性和同质性开

始发生改变,“上下不通”的局面有所好转。
正如前文有所提及的那样,传播网络得以重塑的背后,恰反映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社会权利

开始被稀释、让渡给当时的新型职业群体———报人。 有学者( Natascha
 

Vittinghoff)在分析杨月楼案时

便曾断言,“中国的报人群体已经成功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相关议题上进入了官方垄断的公共话

语领域( Chinese
 

journalists
 

succeeded
 

in
 

entering
 

an
 

officially
 

monopolized
 

domain
 

of
 

public
 

discorse
 

on
 

po-
litically

 

and
 

socially
 

relevant
 

issues) 。” [27] 尽管这一建基于西方公共领域理论下的结论未必准确,但从

郭嵩焘和《申报》的冲突来看,其与美查几次书信交涉以及各自在背后的种种博弈,也确实为我们展

现出了晚清报人群体与士大夫阶层对于信息传播权力的角逐。[21]

实际上,当郭嵩焘几次致信美查却未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考虑到时任上海领事达文波对他

的明确支持,他完全可以利用政治手段给《申报》 带来灭顶之灾。[4] 但对于寄托了他“开眼看世界”
“自立求富强”之理想抱负的新闻纸,郭嵩焘却始终没有狠下心来。 前文所述种种郭嵩焘对新闻纸的

好感与寄托,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本人其实是希望新闻纸可以受到权力顶端的垂青,“授予其对应之

政治权力,完成其理想抱负。” [28] 对此,晚清重臣沈葆桢看得非常通透:“筠叟意不在《申报》 ,人人知

之。” [29]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其和《申报》冲突的最高潮之际,他也没有在给恭亲王奕的信中

提及美查和《申报》的丝毫不是[4] ,反而一再请求总理衙门创办新式报纸。[4]

在郭嵩焘对是否采取政治手段取缔《申报》而举棋不定之际,美查也逐渐发现自己正陷入了一个

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要是继续傲慢下去,指望通过司法渠道与郭嵩焘对峙到底,无疑会将此事闹得

众人皆知,若败诉,则《申报》的公信力必将受到质疑,好不容易赢得的读者群体很可能因此失去;若
胜诉,那么郭嵩焘又可能会因为丢了面子,一气之下向皇帝提出取缔《申报》 的请求。② 毕竟,想让

《申报》难堪的大小官员,也着实不在少数。③ 早在《申报》参与杨月楼案的时候,便有士大夫表达了

他们的不满,时任上海领事麦华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在与驻华公使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的通信中,曾提及收到过这样一份清代官员的“抗议” :“ 《申报》的创办是为了提供商业信息,
它只能发布与商业有关的信息,而不应该参与其他有关对错事宜的讨论……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一

点,我希望您可以起诉他们……” [30] 威妥玛在给麦华陀的一份回信中也提醒他注意:“我们对本国新

闻自由的尊重决不能误导我们,中国人不理解这种自由……” [31] 而等到郭嵩焘与美查的冲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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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报刊与帝国政治交往关系的论述,可参见黄旦. 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 学术
月刊. 2012,11:127—145.

有资料表明,《申报》在 1872—1881 年期间,日销售量翻了 3 倍多,由最初的 600 份扩大到 2
 

000 份左右,鉴于本案发生于 1879
年,此时的《申报》应该也有着越来越多稳定的读者群。 详见徐载平、徐瑞芳. 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73.

比如曾因“徐壬癸案” “杨月楼案” “杨乃武案” “中西会审案”而得罪的一批沪上和浙省地方官员。 具体可参见卢宁. 早期《申
报》与晚清政府———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新任上海领事达文波或许更是对“屡教不改”的《申报》大为不满,来自领事馆翻译禧在明的一份内

部报告表明,美查甚至被指控“总是试图迎合中国人的偏见,毫不怀疑其爱国主义已经屈从于一己私

利……” [21]

因此,尽管无缘得见这份报告,但考虑到日本和印度报律调整的事实①以及达文波对自己的态

度,权衡利弊之后的美查,最终还是求助领事达文波和颇受郭嵩焘信任的翻译禧在明,希望他们可以

从中斡旋。 从事情的最后发展来看,达文波和禧在明也确实不负所托,在他们的调停下,美查先是在

媒介逻辑层面,通过登报澄清事实为郭嵩焘缓解舆论压力[32] ,进而再编发新的评论文章为其塑造一

个良好的媒介形象[33] ;接着他还经禧在明的引荐,专程登门拜访并向郭嵩焘致歉。[4]

显而易见,这样的结果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尽管由于新闻纸的介入,士大夫们

的社会权力有所稀释,甚至一部分让渡给了新型的报人群体,但这种权力的流动是有其限度的。 一

旦双方发生类似郭嵩焘和美查这样的博弈,胜利的天平倾向于谁,仍然是可以预见的。 一份英国外

交部保存的信函,或许最能体现出博弈双方的权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逆转。 在这份信函中,郭嵩焘

表达了对达文波居中调停的感谢,并满意美查在意识到《申报》所犯错误之后的“真诚歉意,以及后

来在其报纸上所发表的道歉言论” ,所以他承诺“完全放弃对此事的进一步追究” ,而美查却只能感

慨自己经历了一场“痛苦且及其中国式的妥协” [21] 。
虽然郭嵩焘与《申报》的冲突最终以波澜不惊的握手言和而收场,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大

使,他对新闻纸的种种关注及其媒介奇遇,自然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其他士大夫们的媒介认知。 无论

是后来接替他的曾纪泽,还是出访美国的张荫桓,抑或是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他们都无

一例外地向郭嵩焘看齐,养成了订阅报刊的习惯。 更值得探究的是,稍微翻检这些驻外大使的日记

及奏疏便不难发现,阅读报纸(特别是《申报》 )似乎已成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②

五、结语

开篇伊始,笔者便曾点明本文意在揭示郭嵩焘对近代新闻纸进入中国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想通过对其媒介际遇的考察,结合报刊自身的独特属性,以及报刊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和不同主体

间的关联互动,力求为理解新闻纸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供检视的窗口。 行笔至此,我们可

以看到:从奉命考察到亲身体验,直至卷入与《申报》的名誉冲突,郭嵩焘在这一系列的人生际遇中,
对于当时的新媒介———报纸的认知也不断加强。 在晚清社会普遍轻视报纸甚至抱有敌意的情况下,
他却不遗余力地想要让近代新闻纸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落地生根,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与《申报》的

冲突,不仅表明读报纸已渐成当时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更表明以新闻纸为代表的新媒介,开始

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化建制( emerge
 

as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with
 

a
 

logic
 

of
 

its
 

own)
进入晚清社会。[34] 而正是由于新闻纸的介入和新型报人群体的出现,旧帝国固有的传播网络开始发

生转变,与此相伴的,则是士大夫们的部分权力逐渐稀释甚至向社会流动,尽管这种流动相对有限。
有学者曾指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关系可以通过那个时代的主流媒介来予以观察,媒介是晴雨表

……技术意义上的新媒体对既定政治关系的突破,并最终使之顺应或屈从,媒介是播种机。” [14] 可惜

历史必需经过许多阶段,才能和陈旧的形态告别。 当日本的战船彻底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康、
梁等人方才开始意识到利用报纸宣传变法,第一次办报高潮就此到来。 只是这一切,郭嵩焘都无缘

得见了。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35] 或许,郭嵩焘自己在《戏书小像》里的这两句诗,就
是对其在近代新闻纸进入中国社会所做贡献的最好注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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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一时期,日本、印度为了摆脱治外法权的干扰,逐渐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出台了全新的诽谤法和报刊出版法。 当时英国驻
日本的全权大臣巴夏礼完全认可日本的新法律,甚至还规定“凡在明治天皇境内印刷或出版日文报纸的英国人,都将被视为有罪或
者犯法,并会被处以重罚。”为此,在 1878 年 3 月 14 日的总督会议上,英国方面还一致通过了《本国语言报刊出版法》 ,以期严格控制
本地报纸,减少煽动性或诽谤性言论的出现。

可参见《薛福成日记(下册) 》 《曾纪泽日记》 《张荫桓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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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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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Songtao
 

and
 

the
 

Entry
 

of
 

Modern
 

Press

Liang
 

Jun(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diary,
 

anthology
 

and
 

related
 

letters
 

of
 

Guo
 

Songta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reveal
 

the
 

important
 

role
 

Guo
 

Songtao
 

has
 

played
 

on
 

the
 

entry
 

of
 

modern
 

press
 

into
 

Chinese
 

society.
 

The
 

article
 

holds
 

that,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lightened
 

scholar
 

bureaucrat,
 

his
 

uniqu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especially
 

what
 

he
 

saw
 

and
 

heard
 

while
 

serving
 

as
 

an
 

ambassador
 

to
 

Britain
 

and
 

France,
 

the
 

new
 

media
 

represent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t
 

that
 

time
 

gradually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information,
 

even
 

thinking,
 

and
 

lifestyle
 

for
 

him,
 

which
 

in
 

turn
 

allowed
 

him
 

to
 

cultivate
 

a
 

news
 

consciousness
 

beyond
 

contemporary
 

scholar
 

bureaucrats.
 

He
 

realized
 

that
 

newspapers
 

can
 

make
 

up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books,
 

and
 

they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
nent

 

role
 

in
 

the
 

timeliness
 

and
 

scope
 

of
 

communication.
 

If
 

used
 

properly,
 

they
 

may
 

even
 

help
 

the
 

govern-
ment

 

guide
 

people
 

and
 

benefit
 

the
 

society.
 

In
 

addition,
 

during
 

his
 

visit
 

to
 

Britain
 

and
 

France,
 

a
 

reputation
 

dispute
 

between
 

himand
 

Shenbao
 

not
 

only
 

reflected
 

the
 

flow
 

of
 

power
 

between
 

traditional
 

scholar
 

bureaucrat
 

class
 

and
 

new
 

type
 

of
 

journalist
 

group,
 

but
 

also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which
 

promoted
 

the
 

entry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ess
 

in
 

China.
 

Gradually,
 

the
 

modern
 

press
 

has
 

become
 

a
 

"
 

barometer"
 

and
 

"
 

sowing
 

machine"
 

for
 

politics,
 

and
 

were
 

embedded
 

in
 

cultur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it
 

began
 

to
 

re-
shape

 

the
 

new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social
 

structure,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newspaper
 

climax.
Key

 

Words:Guo
 

Songtao;journalism
 

cognition;Shen
 

Bao;communication
 

network
 

in
 

late
 

Qing
 

Dynas-
ty;the

 

flow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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